
“议论文章” 与北宋时代精神塑造及文学变革

张德建

内容提要　 议论是人类思想、 认识和情感的高级表达方式， 在行为层面涉及个体精神气质、
群体交往、 学术研讨、 理论表达、 政治见解五个方面。 北宋以来， “议论” 一词开始大量出

现， 其概念亦不再单指论体， 而已扩充为含括著述与文章在内的所有文字表达形式， “文章议

论” “议论文章” 的新学术概念于此产生、 流行， 并作为共有术语回应着以政治文化为中心

的时代精神， 在道德、 政事、 文学三位一体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粘合剂的作用。 逐

渐凝定为专门术语的 “议论” 一词， 既是体验和介入现实世界的特定范畴和模式， 又介入了

文学活动。 在文学变革中的议论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现出议论行为的普泛化、 议论的实

用化、 表现的文学化三方面特征， 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参与着塑造文学形态的过程。
关键词　 议论文章　 政治文化　 精神价值　 学术建构　 文学变革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叙事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 相比之下， 学界对议论却少有关注。 过去的文

学研究多将议论视作一种内容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①， 且多止步于陈述， 很少进行学理论证。 细究之

下， 议论有行为、 修辞、 文体、 文类四个层面的含义。 在行为层面， 议论包括甚广， 层次甚多， 既有

日常生活和群体交往中的议论， 亦有技艺、 宗教、 文史、 学术研讨层面上的议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政治层面的议论。 在修辞层面， 议论是人类思想、 认识、 情感的高级表达方式， 普遍存在于言辞、 文

章之中②， 并随着人们的关注点从内容向表达的转移而具备日益突出价值③。 在文体和文类层面， 南北

朝时期的刘勰已将论体分为陈政、 释经、 辨史、 诠文四大类， 议、 说、 传、 注、 赞、 评、 序、 引八种；
至南宋， 在真德秀总分众体的辞命、 诗歌、 议论、 叙事四个文类中， 议论位居其一。 在政治领域， 议论

发展成为政治文化中的主导趋向， 并被塑造为一种时代精神。 同时， “议论” 的种种行为和士人的精神追

求引领了学术变化， “议论文章” 成为联结不同学术的关键， 重新建构了新的学术体系， 并将这种变化固

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 北宋以来， 除了专门的论体文之外， 议论在各种文体中的成分都在增加， 进而

引领了文学变革。
本文将通过对议论行为及其功能的分疏， 解读北宋政治文化中的 “议论” 如何塑造时代精神、 重

构学术体系， 以及如何影响并促成了文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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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诗海称： “在古代文论中， ‘叙事’ 又称 ‘序事’ ‘记事’ ‘纪事’ ‘记叙’ 等， 本指与抒情、 描写、 议论等

相对而言的一种表达内容和方式。” （《 “文章莫难于叙事” 说及其文章学意义》，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王充称：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 诸子传书为文， 造论著说为文， 上书奏记为文， 文德之操为文。 立五文在

世， 皆当贤也。 造论著说之文， 尤宜劳焉。 何则？ 发胸中之思， 论世俗之事， 非徒讽古经、 续故文也。 论发胸臆， 文

成手中， 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黄晖 《论衡校释》 卷二〇 《佚文》，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８６７ 页） 桓

范 《势要论·序作》 亦对 “著书作论” 十分推重 （参见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 卷三七， 中

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１２６３ 页）。
胡大雷 《传统文论的魅力、 模式与智慧》，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６３—１７７ 页。



一　 议论行为的分疏

中国古代对言说行为有清晰的界定， 在 《说文解字》 中可见 “直言曰言， 论难曰语”①， 即直言与
论难是表达的两个层次， 前者是直接的言语表达， 后者是更高层次的研讨。 至于议、 论， 则进入到最

高的理论抽象层面， 如杨倞注 《荀子》 “加义乎身行， 著之言语” 时称 “以义著于言语， 谓所论说皆

明义也”②， 认为言语承载意义， 论说乃对意义的阐释。 实际上， 荀子已经对议论行为提出了系统严密

的理论主张， 在 《非相》 中对 “类” “实” “博” “统” 的论述既关注表述逻辑和表述方式， 亦涉及语

言和风格问题③； 对 “论” “议” 的界定更加全面， 认为在 “万物莫形而不见， 莫见而不论， 莫论而

失位”④ 的 “大清明” 境界中， 万物皆可论。 具体而言， 从行为的功能和性质这一视角来看， 议论行

为又可以分为五个层面。
其一， 议论是个体精神气质的外现。 如 《荀子》 已将议论视作士人的基本素养， 认为 “法先王，

顺礼义， 党学者， 然而不好言， 不乐言， 则必非诚士也。 故君子之于言也， 志好之， 心安之， 乐言之，
故君子必辨”⑤， “少不讽， 壮不论议， 虽可， 未成也”⑥， 即志于言、 乐于言都是士人的基本品质， 倘

若 “不好言， 不乐言”， “不讽” “不议论” 则其人无方无定， 不能称之为诚。 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行为

亦可见其人之精神气质， 如陈寿 《三国志·华歆传》 中写华歆为人端谨， 持论平正。 由其议论， 亦可

定人品之高下， 如司马迁 《汲郑列传》 中所载， 汲黯由张汤 “文深小苛”⑦ 之议论知其只可为刀笔吏，
难以成为治天下之公卿。

其二， 议论是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交往方式之一， 会自然形成社会舆论。 如王充 《道虚篇》 中记

载， 乡里的 “议论” 对求仙的卢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为求世人认可而不得已作 “夸诞之语”⑧， 可见

社会舆论对个体言行的强大影响。 与此同时， 好议论的社会习尚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司马迁 《货
殖列传》 中写道， 临淄 “其俗宽缓阔达， 而足智， 好议论， 地重， 难动摇， 怯于众斗， 勇于持刺， 故

多劫人者， 大国之风也”⑨， 其 “足智好议论” 的风习与 “勇于持刺” 之间有着直接关联， 因而传统

社会对议论风尚常持警惕态度。
其三， 议论是研究经义与学术研讨的重要方式。 在好议论之性情驱使下， 落笔成文也成为早期著

述的重要产生方式。 如范晔在 《后汉书·王充传》 中提到， “充好论说， 始若诡异， 终有理实。 以为

俗儒守文， 多失其真， 乃闭门潜思， 绝庆吊之礼， 户牖墙壁各置刀笔。 著 《论衡》 八十五篇， 二十余

万言”�I0； 仲长统 《昌言》 的成书亦缘于 “论说古今世俗行事， 发愤叹息， 辄以为论”�I1 的行为。 议论

行为也构成了学术研讨中的重要交流方式， 如常璩 《华阳国志·后贤志》 中所记， 李宓所著 《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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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 《说文解字》 卷三上，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年版， 第 ５１ 页。
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卷七，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 上册， 第 ２０４ 页。
过常宝 《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５７—３６４ 页。
《荀子集解》 卷一五， 下册， 第 ３９７ 页。
《荀子集解》 卷三， 上册， 第 ８３ 页。
《荀子集解》 卷一九， 下册， 第 ５０９ 页。
司马迁撰，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史记》 卷一二〇 《汲郑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０

册， 第 ３１０７ 页。
《论衡校释》 卷七 《道虚》， 第 ２ 册， 第 ３２５ 页。
《史记》 卷一二九 《货殖列传》， 第 １０ 册， 第 ３２６５ 页。
范晔撰， 李贤等注 《后汉书》 卷四九 《王充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１６２９ 页。
缪袭 《撰上仲长统昌言表》，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 卷三八， 第 ２ 册， 第 １２６５ 页。



论》 引来胡罴与皇甫士安等一时学者 “议论往返， 言经训诂”①。 再者， 著述还是学术议论的最终呈现

方式， 故王充在 《论衡·超奇》 中写道， 虽通人、 文人鸿儒、 博通能用之者的表达方式有别， 但无不

以 “论说” 为中心②。
其四， 议论行为在宋代之后上升成为特定的学术模式和类型。 宋初以降， 随着解经方式的变化，

议论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的著述论说演化为区隔不同学术的代名词， 代表着一种学术模式和类型。 朱熹

将宋人解经的行为概括为 “议论”， 并将其源头追溯到欧阳修、 刘敞、 孙介， 称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
固自周程， 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 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 至永叔、 原父、 孙明复诸公， 始自出议

论”③。 此后学者亦以议论之学称宋学， 如郝经 《经史》 说： “古不释经， 亦三变而讫于今。 训诂于汉，
疏释于唐， 议论于宋， 三变而经之法尽矣。 后世无以加也。” “训诂之学始于汉而备于唐， 议论之学始

于唐而备于宋。”④ 以 “训诂” “疏释” “议论” 概括汉唐以来经学演变， 无疑是十分精确的。 杨慎

《刘静修论学》 亦云 “六经自火于秦， 传注于汉， 疏释于唐， 议论于宋， 日起而日变， 学者亦当知其

先后”⑤， 直接以 “议论” 指称宋代经学研究。
其五， 在政治生活中， 议论既是表达见解的方式， 亦是论争的工具； 既与个人品格有关， 亦具有群

体和时代特征； 既是一种言论， 又具有实践的意向。 《荀子》 的 “坐而言之， 起而可设， 张而可施行”⑥，
荀悦的 “一夫窃议， 语流天下”⑦， 韩愈的 “清为公论重， 宽得士心降”⑧ 指出了议论作为执政方式、
形成 “公论” 制约权力的功能， 也提及公论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力。 士大夫的清名为 “公论” 所重， 是

极高的荣誉， 即使是皇帝也要遵从， 如白居易在 《论于 所进歌舞人事宜状》 中所写， “伏见陛下数

月已来， 分别邪正， 所有制断， 所有处置， 无不合于公论”⑨。 也正因此， “公论” 还成为士大夫政治失

意之下的一个精神支柱， 如杜荀鹤在 《送黄补南迁》 一诗中感慨： “自古有迁客， 何朝无直臣。 喧然公论

在， 难滞楚南春。”�I0 对远谪的官员来说， 除了用直臣自勉， 来自 “公论” 的支持也是他们的希望。
在以上五个层面中， 政治见解层面的议论行为与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 并在宋代前后发生了一次

较明显的变化。 上古先王时代， 政治开明， 议论自由， 可谓上自朝廷， 下迄乡校林野， 无不议论， 如

常璩谈到， 上古时 “有志之士， 犹敢议论于乡校之下， 刍荛之人， 加之谣诵于林野之中， 管窥瞽言，
君子有采。 所以综核群善， 休风惟照也”�I1。 至诸侯纷争时代， 游说之士仍可上下其议论， 司马迁写战

国时齐宣王门下游说之士纷纭， “不治而议论， 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I2， 便呈现了这种开放自由的场

景。 但这样的状态很快随着统治的需要而消失， 士人不得不小心谨慎。 韩非以结党营私定义议论�I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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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卷一一 《后贤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６３８ 页。
《论衡校释》 卷一三 《超奇》， 第 ２ 册， 第 ６０６ 页。
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 卷八〇，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８９ 页。
郝经 《陵川集》 卷一九，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１１９２ 册， 第 ２０９ 页。
杨慎 《升庵集》 卷七五，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２７０ 册， 第 ７５０ 页。
《荀子集解》 卷一七， 下册， 第 ４４１ 页。
荀悦 《前汉纪》 卷二一 《前汉孝元皇帝纪》，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１９ 年版， 第 ９１ 册， 第

５ａ 叶。
韩愈著， 方世举编年笺注， 郝润华、 丁俊丽整理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卷一一，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 下

册， 第 ６３３ 页。
白居易著， 谢思炜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 卷二一，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１２１８ 页。
杜荀鹤 《杜荀鹤文集》 卷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６３ 页。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第 ３２９ 页。
《史记》 卷四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 ６ 册， 第 １８９５ 页。
王先慎撰， 锺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 卷二 《八奸》，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５５ 页。



方式， 更易为后世君主接受， 以致不少士人都在忌惮议论背后的政治风险， 如 《后汉书·马援传》 中

马援诫侄， 称宁死不愿闻子孙有 “好议论人长短”① 的行为。 但在宋代， 却再次出现推重议论之风，
不仅表现在个人、 群体的社会生活层面， 亦表现在思想、 政治、 文化、 文学层面。 如唐庚所记：

苏黄门云： “人生逐日， 胸次须出一好议论。 若饱食暖衣， 惟利欲是念， 何以自别于禽兽？ 予

归蜀， 当杜门著书， 不令废日， 只效温公 《通鉴》 样， 作议论商略古人， 岁久成书， 自足垂世

也。” （唐庚 《唐子西文录》， 何文焕辑 《历代诗话》，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上册， 第 ４４６ 页）
在苏辙看来， “议论” 已成为人兽的界限， 不只在政治生活中以议论参政， 在读书等日常生活中也须

以议论立身。 王十朋亦写邵雍好议论时事， 即被人视为 “远大未易量”②， 足见议论之风流行。 与此同

时， 宋人常以议论作为仕进之途， 如曾巩在 《上范资政书》 中表示求志进学须以议论佐助， “愿闻议

论之详， 而观所以应于万事者无穷”③， 苏辙在 《上枢密韩太尉书》 中写 “见翰林欧阳公， 听其议论之

宏辩”④， 乃知天下文章所聚等。 这一现象牵涉着广泛的社会和思想议题， 值得深入研究。

二　 政治文化中的 “议论” 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议论成为一种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 首先要有特定背景下的国家需求， 其次是社会与个体、 国家

与士人之间相对开放的关系， 再者是反思意识的加强⑤。 先秦和魏晋是议论文化的两次高潮， 此后在

唐宋时议论又逐渐兴起， 但唐宋之间亦有差别。
中晚唐时期古代社会、 政治等领域的变化被视作一次重要转折， 其变化迹象之一就表现在议论方

面。 中晚唐以来， 学术、 文辞与议论已经并列， 柳宗元 《与韩愈论史官书》 中的 “今学如退之， 辞如

退之， 好议论如退之”⑥， 凸显出韩愈的议论行为在文化变革中的价值。 然而当时社会整体并未形成议

论风气， 仍是在制度范围内对 “议论” 价值的一般认识。 至北宋时期， 新的政治文化秩序开始兴起，
而在这一秩序重建的过程中， “议论” 行为扮演着重要角色。

北宋议论成风， 就政治与思想文化的整体态势来看， 北宋政治上救弊的需要与儒学的复兴造就了

议论的热情， 其中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宋代养士的传统， 如宋仁宗自言 “朕每进用大臣， 未尝不采天

下公议所归”⑦， 苏轼 《上皇帝书》 称： “自建隆以来， 未尝罪一言者， 纵有薄责， 旋即超升， 许以风

闻， 而无官长， 风采所系， 不问尊卑， 言及乘舆， 则天子改容， 事关廊庙， 则宰相待罪。”⑧ 对士大夫

议论所形成的 “公议” 的尊重和对士大夫的宽容， 使朝廷中形成了议论之风。 从制度上看， 宋所置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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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卷二四 《马援列传》， 第 ３ 册， 第 ８４４ 页。
王十朋 《梅溪集》 后集卷二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５１ 册， 第 ５８３ 页。
曾巩撰， 陈杏珍、 晁继周点校 《曾巩集》 卷一五 《上范资政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 上册， 第 ２４３—

２４４ 页。
苏辙著， 陈宏天、 高秀芳点校 《苏辙集》 卷二二 《上枢密韩太尉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３８１ 页。
刘宁指出： “ ‘论’ 的折衷群言， 说明 ‘论’ 是一种反思性的文体， 因此， ‘论’ 的出现应该和反思群言的时

代氛围有联系。” （《 “论” 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刘文主要在 “论体文” 范

围内进行讨论， 本文则讨论普遍意义上的议论。
柳宗元撰， 尹占华、 韩文奇校注 《柳宗元集校注》 卷三一，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２６—２０２７ 页。
李焘撰，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七六，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７ 册， 第 ４２６４ 页。
苏轼撰， 茅维编，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卷二五 《上神宗皇帝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７４０ 页。



林学士亦为论议之官， 谏官亦以精文章、 好议论为职责， 有此政声， 方得入馆阁， 如蔡襄在 《谢知制

诰表》 中所说， “尝好议论而又尘谏署， 主知难遇， 不敢爱身； 众怒虽多， 未始回虑”①。 官僚建言以

奏议论事， 而 “仁宗常虚心采纳， 为之变命令， 更废举”②， 上下遇合， 议论风气由此而成。 张端义总

结历代政治的特点时称， “周、 隋族望， 唐尚制度、 文华， 本朝尚法令、 议论”③。 其中尚法令指宋代

政治改革， 尚议论则指宋代政治活动中直言敢议的风气， 正是对宋代政治文化的高度概括。 再者， 宋

初承唐例， 以诗赋取士， 至真宗、 仁宗以来， “策论” 在进士考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④， 王安石改诗

赋为 “以经义、 论、 策试士”⑤， 四库馆臣 “当时每试必有一论， 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⑥， 论体文

遂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 还出现了研究论体文的所谓 “论学”⑦。 可以说， 科举考试直接带动了北

宋文学中的议论之风。
士大夫直言论说行于朝的内在原因不外乎政治关怀⑧。 北宋士大夫将政治关怀融入普遍的现实关

注之中， 并上升为一种自觉的集体精神追求， 又经长期实践而汇聚成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精神⑨，
成为共同的思想信仰。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党、 政府和宪法等政治体 ‘倾向模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ｎｓ）， 并表现为信仰、 符号和价值。 政治文化不同于公共舆论， 它由长期的价值而非

对具体政策、 问题或人物的反应塑造而成。”�I0 借由这个概念， 我们发现， 北宋出现的这种集体倾向，
渐成为士大夫共同的思想信仰， 而标志性符号虽非特有， 但大量出现且普遍使用， 显示其已被整个士

人阶层广泛接受， 这个符号就是 “议论” 一词。 新的政治文化出现和成熟的标志是一套新的政治词汇

的出现， 斯金纳指出： “我认为， 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 一套新

的词汇开始出现， 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I1 随着 “议论” 被整个士人阶层广泛接受， 在宋初

至神宗间最为兴盛�I2， 它已不仅是一个凝定下来的专门术语， 还成为北宋士人体验和介入现实世界的

一个范畴和模式。 议论之风贯穿于整个北宋士大夫的生命情怀之中， 范仲淹 《灵乌赋》 感慨道： “灵
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 何不高翔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 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身躯，
徒悔焉而亡路。” 但仍坚定表示：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I3 以 “议论” 为标志， 这种激昂感愤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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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 《莆阳居士蔡公文集》 卷一六，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文献出

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８６ 册， 第 １３７ 页。
《曾巩集》 卷一二 《范贯之奏议集序》， 上册， 第 ２００ 页。
张端义撰， 许沛藻、 刘宇整理 《贵耳集》 卷中，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全宋笔记》 第六编， 大象

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１０ 册， 第 ３２９ 页。
孙立尧 《宋代史论研究》，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６０ 页。
倪士毅 《作义要诀·自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４８２ 册， 第 ３７２ 页。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八七，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 下册， 第 １７０２ 页。 关于此问题， 参见巩本栋 《 “论

家之正体” ———宋代经论初探》 （《中山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聂崇歧 《宋代制举考略》 （《宋史丛考》， 中华书

局 １９８０ 年版） 及祝尚书 《宋代制科制度考论》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吴承学 《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文中多举例证， 可参看。
谢琰称： “政治关怀的对象， 广义上来说可包括政治 （狭义）、 经济、 军事、 文化、 道德、 宗教等各方面……

一切影响到权力世界并得到精英足够关注的事务， 都可以纳入政治关怀的范围。” （《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 北京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０９ 页）
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哲学史演讲录》，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１ 卷， 第 ５６ 页。
安德鲁·海伍德著， 张立鹏译 《政治学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４４ 页。
斯金纳著， 奚瑞森、 亚方译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前言”，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上卷， 第 ２ 页。
方诚峰称： “哲宗朝之前， 是北宋议论最盛、 文字最盛之时。”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３９ 页）
范仲淹撰， 薛正兴点校 《范仲淹集·范文正公文集》 卷一，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０ 页。



在后世十分稀有， 正代表着北宋的文化强音， 构成了时代精神。
北宋时期议论成风， 范仲淹、 欧阳修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范仲淹 “每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自仲淹倡之”①， 欧阳修的政治议论行为也感染了一时士风， 如苏轼 《六一居

士集叙》 写道： “自欧阳子出， 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纳说为忠。
长育成就， 至嘉祐末， 号称多士。 欧阳子之功为多。”② 其中， “犯颜纳谏” 即为政治议论行为； 吴充

称欧阳修 “居三朝数十年间， 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所宗师”③， 其中亦包含议论的因素。 苏轼 《给事

中兼侍讲傅尧俞可吏部侍郎》： “士以德望进， 则风俗厚而朝廷尊； 以经术用， 则议论正而名器重。”④

可以说， 这种情怀在士大夫之中成为一种共识。
议论一旦成风， 必是多音并奏， 于是便有区别是非之举， 即以己为是、 以彼为非的情形。 欧阳修

的 《议学状》 批评当时风气： “苟欲异众， 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 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

誉。”⑤ 苏轼 《思治论》 也指出时有三患， 皆视为 “游谈聚议”⑥， 矛头直指新政⑦。 这种对立和斗争

在北宋政治中最为普遍， 盖因政见不一， 各持己见。 儒家学者和官僚总是表现出道德论视野下的思想

统一的愿望， 在现实政治中便不自觉地向包含法家理念的行政效率上靠拢， 因而对议论持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表现为对议论之风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肯定，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唯己为是的思想上的专制性。 仁

宗采重 “公议” 的同时， 说 “危言诡行， 务以惊众取誉， 罔上而邀宠”⑧， 就不能简单地视为言不由衷

的两面行为， 亦可视为言论的复杂与多样， 使他难于应对。 《宋史·食货上》 批评宋臣制定政策时屡

议屡变， “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⑨， 虽然思考的角度不同， 但不失为对历史的精要把握。
北宋士大夫的议论风气及其所塑造的时代精神， 呈现为元气勃勃、 精神饱满的信仰和坚守， 使北

宋成为士大夫的理想时代。 至南宋， 这种风气犹存于政治活动之中。 参知政事史浩条具弊事， 指出政

治活动中的 “议论” 虽相异， 却有药石之功， 不可轻慢， 是国家隆盛的根本�I0。 理学思想对人格的塑

造也影响深远， 如张寿镛在 《宋季忠义录序》 中写道， 宋代困亡于异族， 但其风议天下的时代精神却

成为士大夫心灵世界的坚实根基， “当时朝野之士， 以死御侮， 矢不臣奴外夷者， 皆是也”�I1， 节烈之

行为后世所景仰。 再如王恽认为， 宋室江山自渡江以来延续百年， 是 “崇尚议论”�I2 的结果。 于此可

见， 在不少人的认识中， 宋代士大夫好议论之风是维持政权的法宝， 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

三　 议论文章与学术三分

对于宋代议论风行的现象， 若拘泥于传统研究模式， 分而论之， 便难得其要； 若要取一个既超越

·４０１·

文学遗产·二〇二三年第三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宋史》 卷三一四 《范仲淹列传》， 第 ２９ 册， 第 １０２６８ 页。
《苏轼文集》 卷一〇， 第 １ 册， 第 ３１６ 页。
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文集》 附录卷一， 《四部丛刊初编》， 第 ９２１ 册， 第 １２ａ 叶。
《苏轼文集》 卷三八， 第 ３ 册， 第 １０６３ 页。
欧阳修著， 李逸安点校 《欧阳修全集》 卷一一〇 《议学状》，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１６７３ 页。
《苏轼文集》 卷四， 第 １ 册， 第 １１８ 页。
《苏轼文集》 卷四， 第 １ 册， 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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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卷一七三 《食货志》， 第 １３ 册， 第 ４１５７ 页。
史浩 《 峰真隐漫录》 卷八 《回奏令条具时务札子》，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４１ 册， 第 ５９５ 页。
万斯同 《宋季忠义录》 卷首， 《丛书集成续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２８ 册， 第 ３２５ 页。
王恽著， 杨亮、 锺彦飞点校 《王恽全集汇校》 卷八九 《论科举事宜状》，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９ 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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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件， 又超越个体、 群体差异的体系， 就只能是隐含在各家的自觉表述中的学术体系。
宋人对学术体系的表述虽有术语和对象的差异， 但总体是一致的。 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程颐，

他曾将今之学者分为文士、 讲师、 儒学三类①， 但限于道学家身份以及对代表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

“讲师” 一派进行抗争的诉求， 程颐的分类方式在后世应和者较少。 南宋人回顾北宋学术思想史时，
因拉开历史距离而获得了更深广的视域， 如陈傅良 《温州淹补学田记》 中以范仲淹的 “名节”、 欧阳

修的 “议论文章”、 周敦颐的 “学者经术” 为学术 “三变”②， 王应麟亦引述此说③， 陈善则以王安石、
苏轼、 二程为代表疏理宋文 “三变”， 认为 “荆公以经术， 东坡以议论， 程氏以性理， 三者要各自立

门户， 不相蹈袭”④ 等， 皆表明北宋以来出现的学术新变已得到学术史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

不约而同地以 “议论” 或 “议论文章” 为 “学术三变” 的一个表征⑤。
在道德、 政事、 文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中， 欧阳修是较早被公认有 “议论” 之才的

标志性人物， 如廖行之 《过省谢知举启》 中提及欧阳修在主持科试中对 “黜险怪” 的引领作用， 并进

一步指出欧阳修的 “议论文章” 与韩范诸公之 “事业” 并列， 亦影响到苏黄诸人⑥。 苏辙 《贺欧阳少

师致仕启》 里提及欧阳修 “早游侍从， 蔚为议论之宗”⑦， 陈善将欧阳修的 “议论之宗” 解读为 “文
章议论”⑧ 和 “学术议论”⑨ 两个层面， 既高度肯定欧阳修在宋代经史、 文学方面的贡献， 亦极力赞

赏他的高风与道德。 继欧阳修之后， 苏轼、 曾巩在当时也以 “议论文章” 著称。 如王震在 《朝奉郎苏

轼可守礼部郎中诰》 中称赞苏轼 “议论文章， 卓然名世”�I0， 秦观在 《答傅彬老简》 中对只以 “议论

文章” 称其师表示不满�I1， 但由此足见 “议论文章” 之说代表了时人对苏轼的评价。 曾巩本人也以

“议论文章” 为人所称， 如刘埙 《南丰先生学问》 中即称 “当是时， 独南丰先生、 曾文定公议论文章，
根据性理”�I2。

除当世名公外， 当时还有一大批人亦以 “议论文章” 名世， 这显示出 “议论” 已经得到广泛认

可。 如蔡戡 《大父行状》 记其祖父蔡伸 “及从元祐诸公游， 议论文章有家法， 不肯追逐时好”�I3， 雷士

俊 《再答张天民书》 称 “交游中议论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敌， 得日夜常见闻教诫以切劘， 诚为大

幸”�I4， 王珪 《安简邵公墓志铭》 称邵亢 “议论文章， 旁皇温雅， 一时台阁闻人盖有所不及”�I5， 苏舜

钦以 “少年能文章议论” （《宋九朝编年备要》 卷一二， 宋绍定刻本） 为权贵注目， 借进奏院狱除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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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 程颐著， 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遗书》 卷六，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上册， 第 ９５ 页。
陈傅良 《止斋先生文集》 卷三九， 《丛书集成续编》， 第 １０４ 册， 第 ９２０ 页。
王应麟撰， 栾保群、 田松青校点 《困学纪闻》 卷一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３１１ 页。
陈善撰， 查清华整理 《扪虱新话》 卷五 “唐宋文章皆三变末流不免有弊” 条，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７９ 页。
参见拙文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 （《求是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学术三分与唐宋以来新学术

思想体系的建立》 （《社会科学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廖行之 《省斋集》 卷八，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６７ 册， 第 ３８０ 页。
《苏辙集》 卷五〇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第 ２ 册， 第 ８５９ 页。
《扪虱新话》 卷三 “苏黄看佛书” 条， 第 ２６９ 页。
《扪虱新话》 卷一 “欧阳公信经废传” 条， 第 ２４６ 页。
贺复徵 《文章辨体汇选》 卷二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４０２ 册， 第 １１８ 页。
秦观撰， 徐培均笺注 《淮海集笺注》 卷三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中册， 第 ９８１ 页。
刘埙 《隐居通议》 卷一四 《文章二》， 《丛书集成新编》，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８ 册， 第

１４７ 页。
蔡戡 《定斋集》 卷一四，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５７ 册， 第 ７１５ 页。
雷士俊 《艾陵文钞》 卷一〇，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３５ 册， 第 ３３１ 页。
王珪 《华阳集》 卷五九，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０９３ 册， 第 ４４０ 页。



等。 这些都表明， “议论文章” 在当时是一个公认的术语， 不论来自哪个阵营， 都会以 “议论文章”
为人称许。

当 “文章议论” “议论文章” 中的 “议论” 成为超越行为的专有词汇， 并与文章形成固定搭配时，
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亦由此而产生。 “文章议论” 在当时所指甚广， 广义的 “文章议论” 可以含括道德、
政事、 文学， 狭义的 “文章议论” 则专指文学。 就言说者的身份而言， 则为官僚、 文人、 学者以文字

表达主张， 仍是广义的文学； 从内容来看， 议论也包括学术著述； 就文体而言， 不仅散文中的经论、
政论、 史论属于议论， 其他散文文体与诗歌也在议论范围之中。 由于内容、 身份、 文体上的交叉， “文
章议论” 更多是在普泛的意义上得到使用， 能将道德、 政事、 文学三分体系中的子系统联结为一体。

与此同时， 在宋人建立的道德、 政事、 文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之中， 文学处于被道德、 政事之

学排斥的境地。 排斥者主要来自两个阵营： 一是政治官僚， 如孙升、 王觌、 杨康国等无党派官僚， 态

度鲜明地表达着对苏轼、 苏辙、 王安石等人的 “议论文章” 或 “文学” 的反对。 孙升说苏轼的 “文章

学问” 用以 “讨论古今， 润色帝业” 尚可， 但反对他 “辅佐经纶”①， 进入执政之列； 王觌上疏反对

苏轼 “预闻政事”②， 称苏轼 “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 是故见于行事者， 多非理义之中， 发为文章

者， 多出法度之外”③； 杨康国称苏辙兄弟之文 “率务驰骋， 好作为纵横捭阖， 无安静理致”， “安足为

陛下谋王体、 断国论， 与共缉熙天下之事哉！ 王安石以文学进， 而天下扰扰， 此陛下之所知也”④， 甚

至将文学置于政事的对立面。 二是道学一派， 如程颐屡次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社会文化现象对文学表

示排斥， 认为能文者与谈经者都非 “知道者”⑤， “文章则华靡其词， 新奇其意， 取悦人耳目而已”⑥，
这样一来， 反而剥离了文的迷雾， 打破了旧有认识模式， 使道德之学以独特的面目出现。 而苏轼针锋

相对， 反对 “仕者莫不谈王道， 述礼乐， 皆欲复三代， 追尧舜……学者莫不论天人， 推性命”⑦ 的追

求， 与欧阳修主张 “切于事实” 的内在理路一致， 即认为人能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来认识和理解 “万物

之理”， 其出发点与道学完全不同。
尽管遭到排斥， 且各家概念內涵不同， 但现实语境中的 “议论文章” 实际上已成为被时人接受的

术语。 上引秦观的信中对单以文学定义 “文章议论” 表示不满， 认为对苏轼的评价应包括性命自得、
器识、 文章议论三个方面。 这也显示出， 在秦观眼中， 三者可以并存。 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关于体系

的共识， 因此我们不能将宋代的思想运动、 政治活动及古文运动拆开看待， 亦不能为凸显古文运动而

将前二者仅视为背景。 宋代思想文化运动是一个整体， 文学、 文章作为表达的基本功能不可或缺， 而

“议论文章” 是他们共用的术语， 是政治文化的载体， 得到了广泛认同。 议论既存于各家， 文章则为

议论之载体。 那么， 为什么在 “政治文化” 的统领下， “议论文章” 能够成为一个既包括政治也涵括

学术的概念， 并为道德、 政事、 文学三分之学所共同认可呢？
学术分裂后的三个主要类型是道德、 政事、 文章， 涵括了儒学思想、 社会治理、 文学表达， 三者的

话语权力与学术处境并不一样， 若统而论之， 则三者构成了一个各家共有的学术体系， 道德是根本， 政

事是实用， 文学止于修辞。 若分而论之， 在这样一个学术体系中， 各家学术虽皆以道德为本体， 但各家

对本体的认识有差异。 如包恢 《与留通判书》 中指出 “倚议论倚文字”⑧， 揭示出学者表达必有所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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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〇八， 第 １６ 册， 第 ９９２３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五五， 第 １７ 册， 第 １０９０８—１０９０９ 页。
《二程集·遗书》 卷六， 上册， 第 ９５ 页。
《二程集·文集》 卷八， 上册， 第 ５８０ 页。
《苏轼文集》 卷四八 《应制举上两制书》， 第 ４ 册， 第 １３９２ 页。
包恢 《敝帚稿略》 卷二，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７８ 册， 第 ７２１ 页。



虽然精神上可以据德依仁， 但在表达上却无法不倚赖议论文字。 道学一派亦 “好议论”， 曾因此被称为

“议论之学”， 再如黄震讲：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渐， 自范文正已有好议论， 如山东有孙明复， 徂徕有石守

道， 湖州有胡安定， 到后来遂有周子、 程子、 张子出， 故程子不敢忘此数公。”① 朱熹更坦言： “理义大本

复明于世， 固自周程， 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 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 至永叔、 原父、 孙明复诸公， 始自出

议论……此是运数将开， 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② 明确以 “议论” 区别于汉唐的 “训诂之学”。
政事与文学则构成了非常紧密的依存关系， 二者思维方式不同， 看待事物的立场、 角度不同。 政

事须借文学发表言论， 文学则以立言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对当世之务、 政治得失发表意见， 而

宋代政事与文学合而不分的形态、 以议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特质均由此展现。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含括

礼治、 文治、 法治三个方面， 文治是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 而要实现文治， 则政事、 文学共同造就的

政治文化是必要条件。 当立言、 文辞皆有深刻的思想为支撑， 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和历史评价并发挥现

实功能时， “议论文章” 则为道德、 政事、 文学这个学术体系所共有， 如陈傅良称楼钥 “议论文章，
风流蕴籍， 则未尝不在称首也”③， 即用 “议论” 评量政治人物， 加之文学家亦多具有政治身份， 常以

此身份发表 “议论”， 二者自然密不可分。
在这个语境下， 学术三分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 离不开 “文章议论” 或 “议论文章” 这个共有术

语发挥出的粘合剂作用。 文章包含议论， 议论需要文章。 在这个专有词汇中， 道学与文学在各自的表

述中并不排斥 “议论”， 文学与政治亦彼此包含。 各家也正是在涵盖了学术的政治文化中既形成各自

独立的思想体系， 又形成相互排斥亦相互关联的共有体系。

四　 《文章正宗》 与宋代议论文章之变

就文体而言， “议论文章” 中的 “文章” 除了指求取功名的时文， 还包括古文、 诗歌、 赋、 传奇。
如陈文蔚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中称进士试 “以文章议论取”④， 鉴于宋代科举考试的方式， 这里所说的

“文章议论” 乃诗文并包， 又可单指诗歌。 再如洪咨夔在 《豫章外集诗注序》 中讲： “我列圣以人文陶

天下， 学问议论文章之士莫盛于熙、 丰、 元、 绍间， 其生也类在神文朝， 如诗家曰苏黄， 曰黄陈， 苏

公生于景祐， 陈公生于皇祐， 而豫章生于庆历， 天地清宁， 日月正明， 禀于气者全也。”⑤ 其中 “议论

文章” 同样包括诗歌。 宋人之赋亦 “往往以文为体”， 出现了以议论见长的 “文赋”， 宋人传奇亦承唐

而以 “议论” 称于世。 于此可知， “议论文章” 不仅标志着时代精神和学术三分体系的形成， 也早已

浸润于文学写作之中， 各种文体均受其影响， 共同塑造宋代文学的新风貌。
刘永济曾谈到， “六经之中， 岂少析理之文”⑥， 但在中国早期文本中， 《尚书》 代表的仪式性话语

是训诫性的， 《国语》 中引证的方式是以权威服人， 《墨子》 提出了 “三表法” 和逻辑类推法， 至 《荀
子》 议论文方臻于成熟⑦。 六朝以来， 人们开始将 “议论” 纳入文体理论的思考当中， 这标志着 “议论”
已经从行为、 实践层面发展到文体层面， 最直接的方式是将议论文分体， 以便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疏。 刘勰在

《文心雕龙·论说》 中按照分类与分体并用的方式梳理先秦以来的论体文， 兼及历史时代线索， 分为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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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 辨史、 诠文四大类， 议、 说、 传、 注、 赞、 评、 序、 引八种文体。 分类以论题、 内容、 功用三个方面

对纷繁多变的论说对象加以归纳， 分体是以论说体制的差异为基准。 以分类兼分体的双重模式处理文学中的

议论分体更为常见， 如萧统先分体， 再将各体分类， “凡次文之体， 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 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 各以时代相次”①。 至此， 分类与分体这两种中国古代议论分析的基本模式得到确立。

宋代的选本基本贯彻了分体模式。 巩本栋指出， 《古文关键》 所选论体文多为经论、 政论、 本论，
而 《宋文鉴》 所选论体不仅有着 “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政治效用”， 且论体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②。 这表

明在时人心目中， 奏疏以鲜明的论政色彩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 文体界限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议论

的方式和内容更受到推重。 秦观在 《韩愈论》 中写道： “夫所谓文者， 有论理之文， 有论事之文， 有

叙事之文， 有托词之文， 有成体之文。”③ 所分五类中， 论理与论事同为议论之文， 也未以文体为划分

标准。 这表明， 人们对议论的关注和审视已经超越文体而趋向更高的层面。
真德秀将分类的方式发扬光大， 欲以此统合各体文章。 其 《文章正宗·纲目》 在刘勰、 萧统分类分体

并行模式的基础上， 将文章分为辞命、 议论、 叙事、 诗赋四类④。 这种总分类的方法超越了刘勰和萧统的分

类模式， 含括了所有文字表达。 真德秀编纂 《文章正宗》 不是出于文学目的， 而是更关注现实功用和政治功

能， 故以功能而非文体为分类依据。 后世学者对真德秀的分类方式有所质疑， 如吴讷虽肯定这种分类方式能

含括一切文辞， 但也认为此书 “每类之中， 众体并出， 欲识体制， 卒难寻考”⑤； 再如莫如忠 《答吕侍郎沃

州》 说 “辞命乃文章之一体， 与疏、 奏、 封事、 论、 赞、 记、 序等， 分为体裁则可， 而与叙事、 议论之凡例

等， 可乎”⑥， 更关注文章体制的文学立场， 未看到真德秀的用意。 体制固然重要， 但体制之上还有一个由

选文主旨引申出来的文类划分问题， 这才是关键。 与划分文体相比， 分体主要关注载体的规范性体制， 而真

德秀在对长时段的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时， 并非不考虑体制。 《文章正宗》 主旨即 《纲领》 所说的 “以明义

理， 切世用为主”， 由此就能超越文体、 文类划分依据， 去表达他更关注的东西———主体所表现的内容、 对

象及其主要表现方式。 真德秀的划分方式极具眼光， 也折射出宋代学术和思想文化的背景。
关于议论之文， 真德秀有过细致论述， 其要义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 强调议论 “初无定体”， 不论群

臣之间， 还是师友切磋都有议论的内容和表达； 二、 各种文体都有议论成分， 不论是 《春秋内外传》 中

的 “谏争论说” 还是汉以来的 “书疏封事”， 不论是专门 “纂述” 还是 “书记往来”， 包括疏、 对策、
奏、 对、 封事、 论、 谏、 上书、 书、 议、 表、 原、 说、 读、 辨、 赞、 赠序等各类文体， 都统归于议论类

目之下。 这样议论就不再单指论体， 而是指所有文字表达 （包括著述与文章）， 包含文体、 超越文体并居

于文体之上。 四库馆臣评曰： “至宋真德秀 《文章正宗》， 始别出谈理一派， 而总集遂判两途。”⑦ 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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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３ 页。
巩本栋 《南宋古文选本的编纂及其文体学意义————以 〈古文关键〉 〈崇古文诀〉 〈文章正宗〉 为中心》， 《文

学遗产》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淮海集笺注》 卷二二， 中册， 第 ７５１ 页。
真德秀 《文章正宗·文章正宗纲目》，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３５５ 册， 第 ５ 页。
《文章辨体凡例》， 吴讷著， 于北山校点 《文章辨体序说》 （与徐师曾著， 罗根泽校点 《文体明辨序说》 合

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 第 ９ 页。
莫如忠 《崇兰馆集》 卷一五， 《明别集丛刊》 第二辑， 黄山书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８２ 册， 第 ２６４ 页。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八六， 下册， 第 １６８５ 页。 古人多以真德秀为理学中人，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长期

以来， 将 《文章正宗》 与理学直接联系起来， 甚至视为理学在文学领域之代言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许浩然 《从词臣背

景看真德秀与理学的关系》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有专门论述。 编者的学术思想不能直接与编纂实践中的

指导思想等同， 更不能与选文实践完全等同， 如从真德秀 “议论” 类选文看， 他所关注的绝不只是理学的 “理”， 而是

包括了义理、 治道、 褒贬在内的广义之理， 兼含义理与事理。 当然， 这个看法尚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笔者或将以专

文讨论， 以求教于学界诸贤。



这部总集的开创性贡献。 在宋人眼中， 古文的主体正是这些 “议论” 性文体， 如姚铉 《唐文粹》 所选

“古文” 以原、 规、 书、 议、 言、 语、 对、 经旨、 读、 辩、 解、 说、 评为主， 并 “绝大多数是唐代产生之

比较短小的、 思辨性强的、 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①。 真德秀虽然拒绝了姚铉的分类方式， 但对文章

的总体看法和历史把握却一脉相承， 即重视 “议论”， 并上溯至先秦， 从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历史建构②。
然而， 真德秀对 “议论” 的历史认识有两个盲点： 其一， 将 “圣贤大训” 摒除在议论的历史序列

之外； 其二， 未提及先秦两汉以来大量子学著述中的论体。 前者在尊经的时代是普遍亦合理的选择，
后者则值得深入追究。 孙鑛在 《与余君房论文书》 中写道： “辞命、 议论、 叙事列为三体， 肇自西山

氏， 此亦前人所未及。”③ 其所论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说 “议论实自宋人始盛”， 正是对宋代议论盛

行的一个基本肯定； 二是就其议论体制来看， 宋人承韩愈而新开一调， 不同于先秦诸子如 《孟子》
《庄子》 《荀子》 的体制。 总之， 他们皆将论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春秋秦汉之文， 一为中唐宋人之

文， 二者体制既异， 风貌迥别。 那么， 唐前之调与宋人新创之调区别何在？ 刘宁指出， 先秦以来论体

文在思辨与逻辑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思理逻辑， 一是注重历史引证④， 重点在于思想表达。 而真

德秀编辑此书的目的则是 “明义理， 切世用”， 其中 “明义理” 不仅注重文章内容与功用， 且将其视

为文章写作的出发点， 是思想标准， “切世用” 才是目的。 这就导致他在选文上注重 “谏争论说之辞”
与 “书疏封事之属” 这类与政治功用密切相关的议论文字。 因此， 真德秀的视野盲区实际上是在适应

当时的文学格局。 宋代古文是以 “世用” 为中心的书写活动， 这恰与先秦议论既重思理逻辑又重历史

引证的特点不同。 宋人议论侧重关注现实政治、 社会等重大事件， 须以义理、 事理、 道理为出发点进

行分析， 思理逻辑便不再是重心。
一个选本的成功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合乎选文的历史情境， 展示出历史的概貌； 二是在此基础

上形成独到的选文主旨， 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认可。 宋代独特的历史情境造就了真德秀的视野和关注

点， 他敏锐地察觉了宋代社会文化中的 “议论” 现象， 并据当时普遍的文章观念进行了历史重现。 可以

说， 真德秀看到 “议论” 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 而且是群体行为； 议论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表征， 在现

实政治和士大夫群体中凝聚成时代精神； “议论” 的表现并非局限于某些论体， 而是存在于大量文体之

中； “议论” 持续在文本书写与社会文化中弥散。 而作为 “普遍的文章观念” 之 “议论” 也是我们需要讨论

的一个问题， 因为观念性体认将会体现在文章写作中， 从而介入文学活动， 参与塑造文学形态的历程。

五　 议论进入文体与文学变革

王水照先生认为， 宋代哲学思维的境界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而人文精神和知性反省

的思辨色彩就是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⑤。 然而通过前面的梳理可以发现， 议论之风并不单纯源于

重义理的 “哲学思维”， 因为 “思辨色彩” 的实际表现方式便是 “文章议论”， 二者都直接影响着宋人

的文学创作。
宋代文学中的议论有几个趋向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议论行为的普泛化， 二是议论的实用化， 三是

表现的文学化。 这些趋向直接导致文学思考与表现方式的变革， 这一变革借助古文运动得以持续兴盛，

·９０１·

“议论文章” 与北宋时代精神塑造及文学变革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承学 《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当世与其认识接近的是陈骙， 《文则》 以功能划分文类， 分为载事之文、 载言之文、 析理之文。 后世承其意者

如章学诚 《和州文征》 分奏议、 征述、 论著、 诗赋四大类， 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 分著述、 告语、 记载三门 （参见

何诗海 《 “文章莫难于叙事” 说及其文章学意义》，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孙鑛 《月峰先生居业次编》 卷三， 《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集部第 １２６ 册， 第 １９９ 页。
刘宁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７ 页。
王水照 《宋代文学通论》，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２３ 页。



并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北宋以来议论之风盛行， 使得士人将议论作为重要的精神追求， 也导致了议论行为的普遍化和普

泛化， 进而直接影响了文学写作。 诗文写作中出现的议论化趋向打破了文章体制和界限， 是谓破体。
所谓以论为记、 以文为诗便是这种趋向的产物。 当然， 这一过程的萌生远早于宋， 如刘宁分析刘勰

《文心雕龙·论说》 时谈到 “这种 ‘论’ 的精神， 可以渗透在议说、 传注、 赞评、 叙引等众多文体中，
所谓 ‘八名区分， 一揆宗论’”， 这虽然 “反映了议论性文体越来越深地接受 ‘论’ 体艺术之影响的现

象”， 但 “并不是 ‘论’ 的主流”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 第 ７０ 页）。 至宋代， 论体艺术的影响迅

速扩大， 直接影响了各种文体的写作， 并已经趋于主流。
在文章写作方面， 以唐宋时期记文的变化为例， 从韩愈的 “微载议论于中” 到柳宗元 “议论之辞

多矣”， 从欧、 苏以后 “专有以议论为记者” 到诸人 “专尚议论” （《文章辨体序说》， 第 ４１—４２ 页），
可谓风气已成。 真德秀就指出 “记以善叙事为主”， 而 “后人作记， 未免杂以论体”①。 陈师道也说：
“退之作记， 记其事尔， 今之记， 乃论也。”② 当时对这一现象的讨论颇多， 但 “以论为记” 确实是宋

人记文的共同特征③。 金代王若虚谓后山之论为不然， 云： “唐人本短于议论， 故每如此议论， 虽多何

害为记？”④ 方苞认为宋人记文至永叔、 介甫 “别求义理以寓襟抱”⑤。 这两条材料恰好能够揭示 “以
论为记” 的成因， 盖其时与唐人相比， 宋代社会整体上长于议论， 亦由于宋人好求义理， 造就了 “以
论为记” 之风。

在诗歌写作方面， 宋诗的议论化特征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除严羽的严厉批评之外， 又如傅

若金在 《诗法源流》 中说： “唐人以诗为诗， 宋人以文为诗。 唐诗主于达性情， 故与 《三百篇》 为近；
宋人主于议论， 故与 《三百篇》 为远。”⑥ 虽有远近之别， 但议论为变体， 未易以优劣论之。 议论之风

盛行， 自然会在诗歌中留下痕迹。 但从理论上看， 唐诗主兴象， 宋诗主议论， 却也是最为概括性的表

述。 在诗歌表现中， 议论是融意象、 情感之感性和思维之理性于一体的表现方式。 唐宋诗并无不同，
但不可否认宋诗中理性化的表达更为突出， 并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追求。 如朱熹所说： “欧公文字锋刃

利， 文字好， 议论亦好。 尝有诗云 ‘玉颜自古为身累， 肉食何人为国谋！’ 以诗言之， 是第一等好诗！
以议论言之， 是第一等议论！”⑦ 即诗与议论之间并非不可兼具。 刘京臣指出： “宋代诗人往往饱读诗

书， 其自身的理性思辨、 哲学造诣与人文修养都有了较大提高， 故而发之为文为诗， 便多了些议论色

彩。”⑧ 可见宋人的议论与整体人文素养相始终， 亦逐渐沉淀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
除诗文外， 其他各体也都渐染议论色彩， 赋、 四六、 传奇皆如此。 不仅欧、 苏等于赋中议论， 邵雍 《洛

阳怀古赋》 也是一篇 “探讨治乱之源的政治论文”⑨， 可以说， 赋体创作已突破了旧有的规定和限制。 宋四

六亦尚议论， 如吴子良曾谈到： “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 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 能兼之者欧公耳。”�I0

再如宋传奇， 呈现出 “篇末垂诫， 亦如唐人， 而增其严冷， 则宋人积习如是”�I1 的状貌， 这固然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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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著， 张骁飞点校 《词学指南》 卷四，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４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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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 卷一三九， 第 ８ 册， 第 ３３０８ 页。
刘京臣 《晁说之诗歌 “好议论” 论略》， 《济宁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刘培 《说理与感悟———论北宋文赋的两种走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吴子良 《荆溪林下偶谈》 卷二 “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 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４８１ 册， 第 ４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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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 而宋人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①；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宋代传奇中的议论

一方面承自唐， 另一方面也深受宋人尚议论的风尚影响， 议论的趋向已经深入到 “俚儒野老” 中②。
议论的实用化与儒学的入世品格密切相关， 这是古代议论文章的共识， 如欧阳修 《荐布衣苏洵

状》 中所说： “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③ 在文章选本中， 实用或曰 “有用”， 也是一个不断被强调的

话题， 吕祖谦在 《论作文法》 中称： “有用文字， 议论文字是也。”④ 楼昉 《崇古文诀》 也多次强调

“此等议论有益于人主”⑤， “此等议论有益于世”⑥， “探本之论， 后世以为迂缓， 古人以为急切”⑦，
并在评陈师道 《上林秀州书》 时写道： “非特议论好， 读其文， 气正词严， 凛然有自重难进、 不可回

挠之势。”⑧ 当然， 这种实用化品格存在于各个时代， 不论是政治官僚、 理学大儒、 文坛领袖还是各层

文人， 基本都在追求文章的实用化， 如阮忠所说， “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⑨。 但相比

之下， 宋代文章在追求适应文化、 适应时代的同时， 也在追求改造文化、 改造时代。 这种追求奠定了

宋代文化的底色， 是儒学思想作用下的一次伟大实践， 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文章表现的文学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在子史分流后更为突出。 曾巩 《苏明允哀词》 评苏洵之

文： “少或百字， 多或千言， 其指事析理， 引物托喻， 侈能尽之约， 远能见之近， 大能使之微， 小能使

之著， 烦能不乱， 肆能不流。”�I0 正道出了文学化表达出现在议论中的条件， 古文多以独立篇章而非多

篇联缀的论述体制出现， “指事析理， 引物托喻” 虽为论体文共同特征， 却是在百字千言的有限篇幅

内进行， 故不得不引物托喻； 在具体问题研讨中， 以约近微小见出侈远大著， 故更注重在论述中使用

文学化表现手法， 久而久之， 文学思维方式的浸入， 带来了思想表达的文学化。 在宋文的影响下， 后

世古文亦把议论视作为文最重要的元素， 正如苏伯衡 《染说》 所写： “学士大夫之于文亦然， 经之以

杼轴， 纬之以情思， 发之以议论， 鼓之以气势， 和之以节奏， 人人之所同也。”�I1 议论固是文章核心，
但须以灵心为杼轴， 以情思为纬， 辅之以气势、 节奏， 这些都包含着大量的文学笔法。

关于北宋以来的文学变革， 学者已经从多角度做过深入研讨， 但有一点似乎说得还不够， 即在新

型士大夫政治的笼罩下， 形成了相对开放自由的政治文化， 这无疑影响了身在其中的文人士大夫， 造

就了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的议论精神， 进而建构出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推进话语权向士大夫群体

转移。 在如此背景下观照， 就不能只将宋代文学变革视为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 描述和分析宋代文学

变革， 也不能仅持文学的角度。 而文学中发生的议论化弥散现象也恰好能够证明， “议论文章” 正是

将思想、 精神与学术变化凝定为一个体系的粘合剂， 也在勾勒着这场文学变革的轨迹与特征。

［作者简介］ 张德建，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发表过论文 《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 等。

（责任编辑　 马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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